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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國損害賠償的制度中，賠償義務人所必須負擔的損害賠償範圍，以填補被害人所受之損害及其所失之利益為原則（民法第二百十六條參照），超出此範圍的懲罰性賠償則屬例外。又一般之損害賠償，就賠償義務人的主觀要件，除了賠償義務人是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其損害賠償責任才必須以行為人主觀上有故意為限外（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後段參照），不論該賠償義務人主觀上是故意或過失，其損害賠償責任並不會因此而有所不同，但懲罰性賠償的規定，則以賠償義務人的故意為主觀要件。

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源起，最早可以追溯至西元前二千年之漢摩拉比法典、羅馬法和摩西律中倍數賠償的觀念
，此後又出現在英國普通法（common law）中
，之後又為美國所繼受，甚至成為美國普通法的原則之一。如前所述，懲罰性賠償制度並非我國立法原則，所以我國民法並沒有懲罰性損害賠償的規定。而某些特別法則移植英美懲罰性損害賠償的制度，諸如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二項參照）、公平交易法（第三十二條參照）、著作權法（第八十八條第三項參照）、營業祕密法（第十三條第二項參照）、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一條參照），以及本文所要探討的專利法等。我國專利法在民國（下同）九十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已全面廢止侵權刑事處罰規定，除罪化後對於一向習慣採「以刑逼民」之訴訟策略之專利權人，這無疑是一大衝擊，但回歸民事途徑解決侵權問題後，卻使得原本不受重視的損害賠償估算、懲罰性損害賠償等問題，相形顯得重要。

由於以往以刑事訴追為主的訴訟策略，使得我國懲罰性損害賠償規定的法律適用並不普遍，故當筆者著手研究專利法中關於懲罰性損害賠償的議題時，竟然發現我國法院實務上關於懲罰性損害賠償案例貧乏，有關專利侵權懲罰性賠償的案例更是屈指可數，而僅有的少數法院判決中也鮮少交代懲罰性損害賠償倍數多寡的客觀依據。因此欲認識我國專利法之懲罰性賠償制度，筆者認為有必要從懲罰性損害賠償的法理、專利法中懲罰性損害賠償的立法沿革、比較他國立法例，以及我國專利爭訟實務等幾個角度探究之。

二、懲罰性損害賠償的法理：

（1） 定義：

依美國侵權行為法整編第九百零八條，關於懲罰性損害賠償的定義為：

(1)在損害賠償及名義上之賠償以外，為懲罰極端無理行為之人，且亦為嚇阻該行為人及他人於未來從事類似之行為而給與之賠償。

(2)懲罰性賠償得因被告之邪惡動機或魯莽棄置他人權利於不顧之極端無理行為而給與。在評估懲罰性賠償之金額，事實之審理者得適當考慮被告行為之性質、被告行為所致或意圖致原告所受傷害之本質及程度與被告之財富。

又有所謂的懲罰性賠償（punitive damages or punitory damages）或報復性賠償（vindictive damages）或示範性賠償（exemplary damages）均是給付被害人超過其財產損害範圍的一種金錢賠償，當加害行為因行為人具有暴力、濫用權利行為、邪惡動機、詐欺等情形，或輕率且不道德的行為使損害加遽時，用來慰撫被害人心理上的創痛、情感上的傷痕、恥辱、抑鬱，或其他由加害行為所造成的會使損害加遽的因素，或用來懲罰行為人的不法行為，或嚇阻他人為同一行為。

承上所述，懲罰性損害賠償的效果，是為使賠償義務人負擔超過其所應負擔的賠償責任，而此一多出來的賠償責任，則是對賠償義務人的道德評價；這種評價與侵權行為的一般義務違反觀念可能尚能相通，但與侵權行為的不法侵害他人權利或法律所保護利之益概念，則有所不相容。
（２）功能：

１．懲罰：

在權利遭受他人不法行為侵害時，原則上有二種法律途徑可茲救濟，一為透過刑事訴訟途徑，使行為人受到刑罰的制裁，另一途徑則是提起民事訴訟，使其負擔損害賠償。刑事訴追的主要目的在於處罰，民事訴訟的主要目的在於損害的填補。因此當立法者在對特定之侵權行為，認為該侵權行為之本質，科以刑責嫌處罰過於嚴苛，僅規定其民事損害賠償責任又顯過於寬鬆；或是侵權行為本質不適合科以刑責，一般損害賠償又不足儆戒。易言之，該侵權行為無論放在刑事處罰或民事賠償範圍皆不適當之時，懲罰性賠償即成為解決問題的另一種選擇。由此可知，立法者選用此種制度，皆有其濃厚的懲罰目的存在，此點從我國專利法的除罪化，與侵害專利權懲罰性損害賠償規定的出現關連甚密，亦可窺見（容後詳述）。至於懲罰的內涵與一般刑事處罰的應報、預防目的並無不同，筆者爰不再另為贅述。

２．嚇阻：

通常專利權的侵害都有其特定的經濟目的，若對於賠償義務人科以遠超過其所可能預期經濟利益之金額，那懲罰性賠償之嚇阻功能，不言可喻。頗值一提者，在我國現行專利法關於懲罰性損害賠償的規定，是以填補性的賠償三倍範圍內為限（第八十九條第三項參照）之情形下，這個嚇阻目的，是否能在我國專利權的侵權糾紛中發生效果？筆者其實是相當懷疑。因為專利權的侵害既有其特定經濟目的，而且必須在故意侵權的主觀要件下情況下，才有懲罰性賠償之適用，那當該經濟目的利益大於行為人預估將後的賠償範圍（包括填補性的賠償與懲罰性損害賠償）時，行為決意侵權的機率將大幅升高。蓋當行為人若評估將後被害人請求損害賠償時，對於填補性賠償的估算會比實際的低，那其實懲罰性損害賠償也自然在可控制範圍內，如此又豈能發生嚇阻效果？更遑論還可以脫產等手段阻礙被害人獲得賠償，因此要達到所謂的嚇阻目的，在我國現行專利法制度下，恐怕效果有限。

３．慰撫被害人：

美國少數州視懲罰性賠償為對原告額外的補償，就撫慰的功能角度視之，其性質類似於大陸法系所謂的非財產上損害。但依我國現行專利法第八十九條第二項之規定，專利權人除可以請求依同法第八十九條第一項各款計算之填補性損害賠償外，還可以就其業務上信譽因侵害而致減損時，得另請求賠償相當金額。這個非財產上損害的請求權，是否會與同法第八十九條第三項之懲罰性賠償目的重疊不無疑問，特別是權利人為法人或自然人經營行號，且自己也有實施自己專利權的情形時，就很難說沒有重覆評價的疑慮。

４．報復：

美國法院近年來並不常以報復為判決給付懲罰性損害賠償的依據
，但考量我國還未完全脫離仿冒王國的陰影，為滿足權利人的報復心理，以及預防權利人自行報復（如美國利用貿易制裁為手段報復），勉強也算是一個懲罰性損害賠償的目的，但仍應僅以情節重大者為限。

綜上所述，懲罰性賠償的功能不惟在填補被害人所受之損害，且在懲罰侵權行為人，嚇阻侵害行為再度發生，以維持社會秩序，亦即以之為社會控制工具
，具有私人行使刑罰請求權的效果，亦有利用損害賠償制度以彰顯私法上刑罰之功能。
三、我國專利法懲罰性賠償規定之沿革：

我國專利法係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由國民政府制定公布，並於三十八年一月一日施行，期間歷經八度修正，現行法係於八十六年五月七日公布，九十一年一月一日施行；至於最近於九十二年二月六日公布之專利法，則已於今年（九十三年）七月一日施行
，不過其中專利法除罪化之條文，則是提早於九十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施行。

按三十八年施行之專利法條文中，並無懲罰性賠償之規定，依當時專利法第八十一條之規定：「專利權受侵害時，專利權人或實施權人或承租人，得請求停止侵害之行為，賠償損害或提起訴訟。」同法第八十二條則規定：「法院對於前條損害數額，得請專利局代為估計。」由於當時專利法對於侵權損害賠償之估算方法及基準並未加以規範，故仍應適用民法之規定，而依民法之法定損害賠償範圍之規定，損害賠償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超出此範圍仍非專利權人可得主張者
。故縱使當時有規定法院得委請專利局代為估計損害，但仍不得謂有任何懲罰性賠償之依據。
之後，專利法歷經多次修正，至八十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公布之條文中第八十九條第三項，才首次出現懲罰性賠償之規定：「依前二項規定，侵害行為如屬故意，法院得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但不得超過損害額之二倍。」迄至九十年十月二十四日公布九十年十月二十六日施行之專利法條文第八十九條第三項規定，才又將懲罰性之損害賠償額之上限，由損害賠償之「二」倍，提高為「三」倍。至於尚未施行，但已於九十二年二月六日公布之專利法條文，則只是將條次變更為八十五條第三項，規定內容則未予修改
。
按，八十三年專利法第八十九條第三項增列懲罰性損害賠償之規定，其實是為配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三條的發明廢除自由刑之規定，依七十五年版專利法第八十九、第九十條的規定是：「偽造有專利權之發明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十萬元以下罰金。」「仿造有專利權之發明品或竊用其方法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萬元以下罰金。」而八十三年版專利法第一百二十三條則規定：「未經物品發明專利權人同意製造該物品，致侵害其專利權者，科新台幣六十萬元以下罰金。」因此，依八十三年版的專利法修正後的規定，其實已廢除侵害發明專利之自由刑處罰規定，但同時也將罰金上限由十萬、五萬元，一下提高至六十萬元；至於懲罰性損害賠償的規定，似乎也是為配合發明專利廢除自由刑之處罰而增設，以衡平專利權利人權利的保護。

經查，當時懲罰性損害賠償條文的產生過程並不是很清楚，因為該次專利法修正草案在一讀的時侯，江偉平等三十八名委員所提出的修正案內容，其實只有建議比照商標法之規定，以查扣之侵害專利權物品之零售價一定之倍數，作為被害人請求賠償之數據
。這種規定的設計，只能算是舉證責任的一種簡化，算不上是懲罰性損害賠償的規定；在委員會審查的時侯，蘇煥智委員首次提議在救濟方面，要將民事及刑事責任作一通盤性的檢討，若廢除刑事上自由刑的制裁，則應該要加重罰金刑的懲罰以達到平衡的效果，至於第八十九條所規定的一般損害填補，可以參考懲罰性損害賠償的制度
。不過，當時針對懲罰性損害賠償的制度之明文，委員會並未多作討論，而將其保留至討論專利刑責時再作討論。

嗣後，委員會討論到侵害專利權是否廢止刑事處罰時又有一番論戰，不過由於各方的理由與本文較無關聯，爰不予以詳述
。但蘇煥智委員在針對這個問題發表意見的時侯則提到了：若侵害發明專利權的刑事責任排除後，他同意對故意侵害發明專利權者提高其懲罰性之金錢賠償，並以三倍做為範圍，並進一步補充此係仿照美國之規定
，既然美國為我國之主要談判對手，這種規定應足以達到美方之要求。但當時由於委員會對於是否要廢除刑事處罰都還未形成共識，所以懲罰性賠償的規定問題也未多做討論，不過直到八十二年七月十二日，立法院第二屆第一會期經濟、司法兩委員會審查專利法修正草案第七次聯席會時，雖然各委員對於刪除自由刑之處罰，提高罰金刑之上限已形成共識，且林明義委員也提及罰金提高還是給政府的，但為了保護發明人，在民事賠償上能獲得多一點才有助於發明人，可是在嗣後的委員會審查時，專利法第八十九條還是沒有增列第三項的懲罰性賠償規定
。

不過在經過朝野協商後，在最後三讀前，專利法第八十九條還是多出了第三項的規定，協商的過程雖不清楚，但對於為何最後沒有完全參照美國專利法第二百八十四條第二項規定，以三倍為限而是以二倍為限，恐怕也是協商下的產物。至於九十年版專利法第八十九條第三項規定，將懲罰性損害賠償上限由二倍提高為三倍，則是依照九十年五月二十九日朝野黨團協商，由陳學聖委員提案通過的版本；不過這次將懲罰性損害賠償上限調高，依立法說明，是因為要配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三條、第一百二十四條、第一百二十七條發明專利的除罪化
，所以才一併提高專利侵權的的民事損害賠償責任。

然而，由於八十三年版的專利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一百二十二條皆有準用同法第八十九條的規定，九十年版的專利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一項也有準用同法第八十九條的規定，所以其實自八十三年版專利法施行以後，新型、新式樣專利也都有了懲罰性損害賠償的請求依據，但新型及新式樣專利，則是遲至九十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才全面廢除刑事處罰規定
。因此從立法過程看來，專利法中懲罰性損害賠償規定從規定出現一直到賠償上限的提升，應該是與發明專利的廢除自由刑處罰，以及嗣後的全面除罪化同步，但卻是與新型及新式樣專利的除罪化卻沒有什麼關連。

另一方面，依上述我國專利法懲罰性損害賠償規定的立法沿革看來，該規定的制定，應該是為了代替（或衡平）侵害發明專利權刑事責任的免除，所以在規定上，僅限於侵害行為如屬故意的情況下，才有懲罰性損害賠償規定的適用，而不及於侵權行為人有重大過失情形，這與原本刑事處罰規定的構成要件相同，但卻有別於美國或日本的立法例。

四、各國立法例：

（１）美國立法例及實務見解：

依美國專利法第二百八十四條第一項的規定：「根據有利於原告之證據顯示，法院應對原告因專利受侵害之程度作出判決，給予足夠之賠償，其數目不得少於侵權人實施發明所需之合理權利金，以及法院所定之利息及訴訟費用之總和。」同法條第二項則規定：「陪審團如未能確認損害賠償額，法院應估定之，以上任一種情形下，法院均得將決定或估定之損害賠償額增加至三倍。」在上述美國專利法的文字規範範圍，似乎沒有如同我國專利法的規定一般，要求懲罰性損害賠償的適用，必須是行為人主觀上有故意；但事實上，懲罰性損害賠償在美國已成為普通法的原則之一
，而懲罰性損害賠償請求權的成立，是僅限於行為人的特定心理狀態，也已成為美國部分州法及判決中所通常被採用的標準
。

至於上述所謂的特定心理狀態範圍如何？主要是判斷行為人心理是否有顯示加害他人的慾望（a desire）或不正當的意願（a perverse willingness）
，美國法院判決中通常將這些特定的心理狀態以諸如：惡意的（evil intent, maliciously）、任意的（willful）、有意的（consciously）、肆無忌憚的（wanton）、魯莽的（flagrantly）、輕率的（reckless）、明示或默示（actual or implied）、邪惡動機（malice）、有意識的漠不關心（indifference）、故意或重大疏失地不顧後果（willful and wanton disregard of consequences）、濫用權利（oppression）、輕率或有意地不顧他人權利和安全（reckless or conscious disregard of the rights and safety of others）等用語來形容。有些州則以重大過失（gross negligence）來形容此一心理狀態。不管使用何種用語，使損害加遽（aggravate），和超過一般狀態的基本侵權行是美國實務上成立懲罰性損害賠償的重要依據，但是對於單純的過失行為，法院則拒絕同意准予懲罰性損害賠償
。

承上所述，美國專利法條文中的文字敘述，雖然沒有限制懲罰性損害賠償的主觀要件只在「故意侵害」，但參考相關州法及判決，關於其對於懲罰性損害賠償發動的種種限制條件，再與我國現行專利法第八十九條第三項規定對照來看，美國懲罰性損害賠償的主觀要件顯然除故意以外還包括了重大過失，差別只是在美國法院判決，除了重視行為人主觀上意思以外，還會重視行為人的動機，因此才會用上述各種不同的心理狀態形容詞，來介定何種心狀態已達可以發動懲罰性損害賠償的條件。不過，我國法律在主觀要件的判斷上，並不重視行為人的動機，故而只有以簡單的故意、過失等用語來區分。

（２）日本立法例：

依日本專利法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規定：「發明專利權人或專用實施權人，對因故意或過失而侵害自己本身之發明專利權或專用實施權之人士，就其侵害自己產生之損害提出賠償請求時，若該侵害之人因其侵害行為獲得利益時，該所得利益之數額，推定為發明專利權人或專用實施權人所受損害之數額。」同條第二項則規定：「發明專利權人或專用實施權人，對因故意或過失而侵害自己本身之發明專利權或專用實施權之人士，得以相當於實施該發明專利所獲得金錢之數額，作為自己所受損害之數額而提出賠償請求。」同條第三項則規定：「前項規定，無礙於提出超過同項規定之金額作為損害賠償之請求。此情形中，侵害發明專利權或專用實施權之人若非故意或有重大過失時，法院於決定損害賠償之數額時，得斟酌此情形。」

承上所述，依日本專利法第一百零二條第三項之規定，條文中雖然沒有對於懲罰性賠償做上限的限制，但卻有將行為人的主觀要件，予以限制在故意與有重大過失情形下才有適用。

（３）中國大陸立法例：

依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第六十條之規定：「侵犯專利權的賠償數額，按照權利人因被侵權所受到的損失或者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認定；被侵權人的損失或者侵權人獲得的利益難以認定的，按照該專利許可使用費的倍數合理認定。」依上揭法條規定，雖然有規定在數額難以估算的情況下，可以用授權費的倍數為合理的估算，而且法條中並未明文規定倍數的上限，但依其規定意旨觀察，該規定應該算不上是懲罰性損害賠償的依據，充其量只能算是損害賠償額算定的一種方法，主要原因還是因為該規定欠缺行為人主觀要件的限制，與懲罰性損害賠償法理基礎中為處罰與嚇阻（punishment and deterrence）目的不相容。

五、懲罰性損害賠償之要件：

在經過以上針對懲罰性損害賠償的法理、我國立法沿革及他國立法例之介紹後，相信讀者對懲罰性損害賠償的概念，應該有一個比較巨觀的瞭解，但至於我國專利法中懲罰性損害賠償規定應該如何適用？可能還是要從法條規定的要件探討起。依我國現行專利法第八十五條第三項之規定，懲罰性損害賠償之要件應可歸納如下：

（1） 賠償義務人要有財產或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的責任：

依專利法第八十五條第三項之規定，前提是必須有前二項規定適用時，才有懲罰性損害賠償規定適用，而同法條第一項是財產上損害賠償的估算方法，第二項則是業務上信譽損害的非財產上損害賠償請求規定。所以，依該條項的規定，必須是賠償義務人有財產或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的責任時，才會有懲罰性損害賠償規定的適用，但並不以同時具有財產及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的責任時，才有懲罰性損害賠償規定的適用。

關於這項要件，美國一九九六年的模範懲罰性賠償法（Model Punitive Damages Act）也有類似的規定，必須以被告對依州法規定准許給與懲罰性賠償之損害負賠償責任為要件
。易言之，就是原告須受有實際的損害（actual injury），但不論該實際的損害是名義上的損害（nominal damages）
或是賠償性的損害（compensatory damages），皆屬懲罰性損害賠償的要件之一。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專利法第八十五條第一、二項所規範的損害賠償責任，皆是指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責任，並不包括賠償義務人在專利侵權訴訟當中，因為一再的惡意提出舉發、拖延程序（如以相同的證據反覆提出舉發、進行行政救濟程序等），或是惡意隱匿侵權證據時另外造成權利人的損害責任，這也衍生了當侵權行為人惡意拖延訴訟程序、隱匿侵權證據時，是否有懲罰性損害賠償規定適用的問題。

其實，美國部分州也認為懲罰性損害賠償只具有賠償的功能（compensation）
，因此懲罰性損害賠償除了懲罰、嚇阻等功能外，其實賠償也是相當實際的功能之一，而這裏所謂的賠償意義較為廣泛，除了權利人能在訴訟上請求的所受損失所失利益以外，還包括了原告無證明的損害、損害賠償無法提供的救濟，如訴訟費用、調查證據、訴訟外的行政救濟程序費用、支出等。因此，為發揮上述所謂的賠償功能，似應將侵權行為人惡意拖延訴訟程序、隱匿侵權證據時對權利人所造成額外的損害，一併列入懲罰性損害賠償的要件內較為合理。
但筆者認為，這裏所謂的賠償功能，其實與嚇阻功能是一體的兩面，因為侵權行為人只要預估賠償的金額會大於不法獲利，自然就可以達到嚇阻侵權的效果。而法律既已授權法官可以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大部分是等於侵權行為人的不法獲利）以上的賠償，因此侵權行為人惡意拖延訴訟程序、隱匿侵權證據等，應該是侵害情節的一部分，權利人因此所造成的額外損害，應該由懲罰性損害賠償來填補，而無需將此額外損害一併列入懲罰性損害賠償的要件內，也可以避免變動原本財產及非財產的賠償範圍。

（2） 賠償義務人主觀要有故意：
依專利法第八十五條第三項之規定，限制賠償義務人主觀要有故意，才可適用懲罰性損害賠償規定，法條文字上既然沒有包括過失，當然不能解釋為賠償義務人主觀上有重大過失時，也要負擔懲罰性損害賠償責任。更何況依上揭我國立法沿革過程之介紹，明顯是將懲罰性損害賠償的規定，做為代替原本的刑事處罰規定，而原本侵害專利權罪的要件既然是以故意為構成要件，當然代替的懲罰性損害賠償規定也要以故意為要件而不及於過失；而無論是以法條的文義解釋，或是立法解釋，該條項所謂的故意，應是包括了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二種情形。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發明專利除罪化前，對於販賣侵害發明專利權物品之行為，其刑事處罰的主觀要件只限於直接故意，而不及於間接故意（容後詳述），因此若行為人主觀上只有間接故意，卻以販賣方法侵害專利權人權利時，是否仍屬符合懲罰性損害賠償要件？若純以懲罰性損害賠償的規定是代替原本的刑事處罰規定的角度來看，則不無疑問。又若懲罰性損害賠償的主觀要件若不包括重大過失，則由於專利權是一種無體財產權，只能靠專利權標示與公示（告）制度而有現實的存在，而且又通常牽涉相當的技術性與商業利益，侵權行為人心中一絲不確定的僥倖心理，通常會造成權利人蒙受重大的經濟利益損失，商人在商言商，絕大多數願冒可控制之風險，如此懲罰性損害賠償的嚇阻功能將無法發揮，也不符合損害賠償合理分配風險的精神。
以筆者的實務經驗為例，許多侵權行為人一開始或許只是聽聞該項產品享有專利權，但基於短期巿場利益考量，當然不會先進行任何查證與評估，即直接仿製量產低價求售；又或是自作聰明的稍做修改，以為這樣就迴避了他人的專利權。待權利人發覺被侵權後，再經過一番曲折的徵信蒐證歷程，此時才向侵權人請求排除侵害，侵權人確知他人權利與侵權事實後，一方面評估短期巿場利益已經入袋，另一方面更可以預測權利人舉證估算損害賠償困難，遂大大方方的承諾停止侵權行為。依此類推如今侵權人已無須再冒額外的刑事處罰風險情形下，若不能將重大過失一併納入懲罰性損害賠償的要件中，則甘冒此一風險的投機廠商也勢必越來越多，更何況這種主觀意識其實已足構成對法律的挑釁，此時更需要懲罰性損害賠償的嚇阻功能，才能維持民眾對法律的信心。

綜上所述，懲罰性損害賠償的制度，因為其無法完全視為刑事處罰制度的代替，但我們又希望它能發揮其特有的社會控制功能。因此，應該擴大懲罰性損害賠償的主觀要件範圍，包括到直接故意、間接故意以及重大過失三種情形，再配合由法院依情節予以酌定不同程度（或倍數）的懲罰性賠償方式，以發揮其較為細緻的社會控制功能。
（3） 必須法院認為懲罰性損害賠償有必要：

這個要件其實就是條文上所謂的：「法院得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賠償額以上之賠償。」其實，若考量懲罰性損害賠償的制度是刑事處罰制度的代替，則只要是侵權行為人主觀有故意，客觀上有侵權行為，在專利法除罪化前，行為人之行為即應予刑事處罰，但在改以懲罰性損害賠償代替後，如果還授權法院「得」依侵害情節，酌定要不要予以懲罰性損害賠償，似乎與立法原意不符，故是否還要保留法院認為懲罰性損害賠償有必要上一要件？則不無商酌餘地。

附帶一提的是關於「侵害情節」的評估範圍究竟為何？筆者認為，基於懲罰性損害賠償的刑罰代替性功能，首先應評估侵權行為人主觀的犯意（如直接故意、間接故意等），並配合評估行為人的侵權行為態樣（如製造、販賣、販賣要約、使用等），以及其是否為累犯，與注意刑法第五十七條所列標準等，以酌定其情節的輕重；其次，基於懲罰性損害賠償的懲罰、嚇阻、慰撫被害人功能，應評估行為人侵權過程之道德非難性、是否有惡意拖延訴訟程序、隱匿侵權證據情形，以及其所造成之損害數額、社會影響等等，以酌定其適當之超過損害額以上之賠償範圍。
（4） 懲罰性損害賠償額不得超過損害賠償額之三倍：

專利法第八十五條第三項規定，限制懲罰性損害賠償額不得超過損害賠償額之三倍，雖說是繼受自美國專利法之規定，但也有相當程度宣示嚇阻不法的意味存在。但事實上，依筆者之實務經驗所知，由於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舉證責任分配、證據調查、保全等程序，在專利訴訟程序中，根本無法應付刁鑽賴皮的被告，因此除非侵權人是上巿上櫃公司，其財務資訊透明公開，否則通常權利人在訴訟中能夠舉證自己所受的損害，或侵權人所獲得的利益，絕對只是佔侵權人實際所獲得的利益比例極小的部分。

換言之，若權利人只能舉證十分之一的損害，縱使法院酌定三倍的賠償，也絕難嚇阻倖進得侵權行為，因此在我國民事訴訟制度沒有配套的針對專利侵權訴訟修改之前，權利人能夠舉證所受的損害或侵權行為人所獲得的利益，絕大多收會小於侵權人實際所獲得的利益，而是否要以法律規定懲罰性損害賠償額不得超過損害賠償額的三倍？或是是否可以提高上限倍數的限制？就確實有再予評估的必要。

六、實務上發生的問題：

（１）懲罰性損害賠償倍數的程度要如何區別？

由於八十三年版的專利法施行以後，對於懲罰性損害賠償要件的規定必須以故意為限，這其實與美國、日本之專利法規定，是包括重大過失的情形有別。但依上述我國專利法之立法沿革說明，現行專利法第八十九條第三項的規定，其實又是繼受自美國專利法第二百八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因此現行專利法關於懲罰性損害賠償要件的規定未將重大過失情形列入，究竟是立法上的疏漏，或是立法者有意排除，不得而知，但筆者認為在下次修法時應加列重大過失之主觀要件，補正這個缺失，在專利法除罪化後，方能平衡專利權人之權益。

由於懲罰性損害賠償主要評價的對象，是行為人主觀上侵權的惡意程度，因此反應在懲罰性損害賠償倍數的判斷上，也應該以此為重要的程度區別依據，所以行為人主觀上究竟是直接故意，亦或是間接故意？應該是決定懲罰性損害賠償倍數的首要依據。

其次，七十五年版之前的專利法，關於侵害發明專利權的行為態樣有偽造（第八十九條）與仿造或竊用（第九十條），構成上述侵權行為的主觀要件是故意，這當然包括了直接與間接故意二種情形；但關於販賣、意圖販賣而陳列或自國外輸入偽造或仿造有專利權之發明品行為（第九十一條），其主觀構成要件則必須明知，也就是必須以直接故意為限，而上述三個法條所規定的法定刑也有輕重之分
。八十三年版的專利法關於侵害發明專利權的行為態樣又所有更改，以製造（第一百二十三條）、使用（第一百二十四條）、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或意圖販賣而自國外進口（第一百二十七條），三種侵權行為態樣來規範，雖然當時已廢止自由刑之處罰，但仍保留有程度不等之罰金刑處罰規定
；其中違反第一百二十七條規定，行為人主觀要件亦僅限於直接故意。

承上所述，由於舊法對不同侵權行為態樣，分設有不同輕重程度之法定刑，因此懲罰性損害賠償如果被認為是刑事處罰的一種代替，懲罰性損害賠償倍數的判斷，應該也要參酌除罪化前，舊法對不同侵權行為態樣的不同輕重程度法定刑，來決定不同程度之懲罰性損害賠償；也就是說，決定懲罰性損害賠償的倍數依據，應該依製造重於使用，使用重於販賣的原則，這應該也比較能與當初立法時，是以其代替刑事處罰的制度設計概念趨於一致。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發明專利除罪化前，對於販賣侵害發明專利權物品之行為，其刑事處罰的主觀要件只限於直接故意，而不及於間接故意；但依現行專利法之規定，無論行為人主觀上之有直接或間接故意，皆得要求其負擔懲罰性損害賠償。如此一來，若行為人主觀上只有間接故意，而以販賣方法侵害專利權人權利時，是否還應該要求其負擔懲罰性損害賠償？

筆者認為，懲罰性損害賠償的制度，其實並不能完全視為刑事處罰制度的代替制度，它有其特殊的要件與目的，並不等同於稀釋後的刑事處罰。所以，在行為人主觀上只有間接故意，而以販賣方法侵害專利權人權利時，縱使專利法除罪化前沒有刑事處罰，但現行專利法的規定下，仍不得就此排除此種情形可以加以懲罰性損害賠償的概念。

（2） 未先經檢索而侵害他人專利權是否應予懲罰性損害賠償？

行為人是否有先檢索他人專利權內容及狀態，查證自己所製造或販賣之物品，有無侵害他人專利權之義務？沒進行查證是否行為人主觀上就有未必故意？依台灣高等法院八十五年度上易字第四二九四號刑事判決所載：「我國專利產品雖然繁多，然商品有無取得專利權，須經經濟部中央標準局核准予以專利權，賦予專利權證書，記載予專利權簿供人民閱覽、抄錄、攝影或影印，並刊載於專利公報，凡此專利法均規定甚明。是專利法乃採公告主義，專利權之取得既經專責機關公告，侵害專利權人即無容諉為不知。」

由於刑事責任的故意是以行為人為標準，如果是一家有規模的公司，或是有專業與經驗之人
，要求其在製造商品之前，要負擔查證是否有侵害他人專利權的義務，似乎並不為過；但如果只是一個沒有專業能力與經驗的自然人，或是經銷眾多商品的經銷商，要求其負擔查證義務，恐流過於嚴苛
，因此在專利法除罪化前，未先經檢索而侵害他人專利權，是否就可以推定其主觀上有故意？還是要依個案認定之。

不過，在專利法除罪化後，民事上的故意是採平均人標準，而且隨著科技的進步與發展，專利檢索已不再如同以前困難，甚至許多代理業者在幫申請人提出專利申請前，都還會「義務」的提供其檢索資訊，在合理的風險分配，以及遵重他人智慧財產權概念的宣導下，加重行為人的查證義務應該是未來的趨勢。

（3） 實施自己專利而侵害他人專利權，是否應予懲罰性損害賠償？

專利權是相對權而非絕對權，在實施自己專利權（或暫准專利權）的同時，也有可能侵害他人的專利權。一般來說可能的情況有四種：一是因誤准而使後申請人取得與前申請人相同專利範圍之專利；其次是再發明，後申請人本就是利用已取得專利權之他人技術再為創作，這種情況的實施，當然會侵害到他人的專利範圍
；第三是新用途，例如原來享有專利權的治療心臟病藥劑，後來被他人發現可以用於治療性功能障礙，前者取得該藥劑的配方專利，而後者取得新用途的專利，但後者實施其專利權前，仍必須取得藥劑配方的專利權人授權；第四種是追加
專利權的移轉，這裏的情形與前述再發明的情況相同，只不過取得追加專利權時，原母案與追加案申請人同一，嗣後若追加案若有單獨讓與、信託或授權（應僅限於專屬授權）情形，則會產生原母案權利人與追加案權利人不同
。

承上所述，第一種情形行為人主觀上還有欠缺故意的可能，但後三者則幾乎可以推定其主觀有故意
，所以申請在後的專利權人，是否可以主張實施自己專利，而排除侵害他人專利權的主觀故意？其實並不必然，但在專利訴訟實務上，法院通常在被告主張實施自己專利權的時候，會直覺地認為應該是專利主管機關誤准，而推斷行為人應該沒有主觀犯意。

以台灣高等法院八十八年度上易字第四五八三號判決為例，法院認為：「．．．前開告訴人與被告之聯盈公司，各申請專利與異議、舉發、告訴、搜索之時間列表如附表一，依該表所載時間順序，告訴人顯在中央標準局就聯盈公司「滑動式連接器（一）」審定准予專利刊登專利公報後，其異議尚未由中央標準局處之前，即提出告訴與搜索聯盈公司，則是時中央標準局就聯盈公司生產「滑動式連接器（一）」仍在中央標準局審定暫准予專利之期間，並非無任何暫准專利之狀態，已難認被告之聯盈公司係故意侵害告訴人之權利．．．」準此，法院多少有點認為被告取得暫准專利權，依其暫准專利實施，應該就難以認定被告主觀上有侵權的故意
。

（4） 對於是否構成侵權判斷錯誤，是否應予懲罰性損害賠償？

典型案情諸如：專利權的有效性有爭議，自信其已迴避設計成功而實施，以及依他人所製作之不侵害鑑定報告，而繼續實施等情形。事實上，專利侵害的判斷雖有其依據
，但畢竟還是一門艱深的學問，對一般人來說，要在實施或繼續實施時，精準的判斷是否有構成侵害，實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依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八十五年度上易字第二四七○號刑事判決所載：「．．．經查本件案外人殷╳╳之置物架專利權，在中央標準局及經濟部數次審查中，正反意見，交互出現，應否給予專利權，並無定論。最近八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異議審定書雖認『本案異議成立，應不予專利』，究不能以此苛責向殷勝利購物之人即被告於此之前即已明知所購來販賣之置物架，為侵害他人專利權之物，故上訴無理由，應予駁回。」上述判決認為行為人主觀並無故意，主要是以專利有效性的審查在主管機關有不同結論。

次依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年度偵字第一六一六五號不起訴處分書所載：「被告江╳╳何以於開始販賣右開產品前，先委請具公信力且專業機構鑑定，究其本意，無非在避免有侵害他人專利權之情事，故其於獲悉鑑定結論認其販賣之門檔產品，其構件欠缺告訴人新型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內容中所述之結構元件等徵，且其構件型態及技術內容係與專利追加（二）之請求項不同後，始自同年四月起大膽販賣，足證其主觀上並無故意販賣侵害告訴人專利產品之犯行甚明。」而上述的不起訴處分則認為行為人在販賣系爭仿品之前，已有先委託鑑定機構進行鑑定，其鑑定結果雖與其他鑑定機構鑑定結論不同，但仍以此推斷行為人主觀上應該沒有侵權故意。

也由於專利侵害與專利權的有效性，分別牽涉到專業的「專利侵害基準」與「專利審查基準」，如果行為人是進行「迴避設計」，則又另行牽涉到迴避設計的理論，所以當初專利法在除罪化的立法過程中，專利侵害的判斷不易也成為除罪的重要理由之一。但是否只要是專利權有效性有爭議，或是有不同結論之鑑定意見，就可以排除行為人主觀上的故意存在可能性，而不予懲罰性損害賠償責任？筆者認為不可一概而論。

就專利有效性問題而論，以往在侵權訴訟中，被告通常會對系爭專利的有效性提出質疑，並以此為訴訟策略，先是向主管機關提出舉發，再依專利法相關規定（修正前第九十四條、修正後第九十條）向法院請求停止訴訟程序，接著便是進行冗長的行政救濟程序。尤有甚者，某些案件之被告更會藉著每隔一段時間就提出一件舉發，來製造舉發尚未完全確定的理由，以便說服法院繼續停止訴訟程序，致使訴訟雖已延宕數年，但卻根本毫無進展
。像這種利用專利有效性爭議而為訴訟策略的情形，雖足以彰顯行為人主觀上的惡性，不過此處似乎只能算是行為人的犯後態度惡劣
，這是否與「侵害行為如屬故意」要件相符，而法院得判命其負擔懲罰性損害賠償，尚不無疑問？

其次，就系爭物品是否有落入專利申請範圍的問題而論，雖然鑑定有其專業門檻，苛求行為人能精準分辨不甚合理，但由於現行經司法院及行政院所指定的鑑定機構多達六、七十家，且其中多數的鑑定機構，可能雖具備有關的科技專業能力，但卻不一定具備專利侵害鑑定能力。尤有進者，一般鑑定機構接受民間委託處理專利侵害鑑定工作，向委託人收取費用，在此制度下，實難期待鑑定之公正客觀，至於會不會淪為行為人主張無故意的擋箭牌？還是要詳細予以分辨。筆者認為「專利侵害鑑定基準」應屬民法法源之一
，基於一般人應對其具有法之確信規範，故行為人所提出之不侵害鑑定報告，至少要有相當程度的符合專利侵鑑定基準規範，且必須有鑑定人（自然人）之姓名，或屆時鑑定人能在審判程序中到庭為其鑑定結果作證說明，否則徒具侵害鑑定報告的形式，但卻實質地在為行為人脫免其侵權故意背書，此即不能做為推斷行為人主觀上沒有侵權故意的依據。

相關於這個問題，1996年美國Sensonics, Inc., v. Aerosonic Corp., & Herbert J. Frank案例中，佛羅里達州中區法院認為Aerosonic適時的委任專利顧問並合理的信賴該顧問意見，雖然專利期限到期前四個月侵權行為仍持續進行，且該顧問的意見有瑕疵，但仍然認為被告沒有侵權故意，而該判決此一部分嗣後仍為上級法院所維持
。睽諸上述美國法院判決，「適時委任顧問」與「合理信賴顧問」，應該是評估行為人主觀上是否有故意時的重要依據之一，併予敘明。

（5） 惡意隱匿侵權證據，是否應予懲罰性損害賠償？

依現行專利法第八十九條第三項之規定，懲罰性損害賠償的構成要件之一必須是「侵害行為如屬故意」。但若行為人行為時無故意，但案發後卻一再的提出舉發、拖延程序，或是惡意隱匿侵權證據時，是否仍有懲罰性損害賠償規定適用餘地？就不無討論空間。又依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二條之一第一項規定：「當事人因妨礙他造使用，故意將證據滅失、隱匿或致礙難使用者，法院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證據之主張或依證據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專利訴訟中侵權行為人為恐負擔鉅額之損害賠償，惡意隱匿或銷毀估算損害賠償之證據情形，確實不在少數。這種情形下，是否有適用懲罰性損害賠償規定的機會？還是只能發生不利推論（adverse inferences）的效果？易言之，懲罰性損害賠償是否可以做為損害賠償計算不合理時的補償？

在上述美國Sensonics, Inc., v. Aerosonic Corp., & Herbert J. Frank案例中，由於Aerosonic公司自訴訟開始時即銷燬了其生產報表，但地區法院在判決中未要求Aerosonic必須負擔懲罰性損害賠償；而上級法院在判決中進一步表示：在1985年Yarway Corp, v. Eur-Control USA Inc.案中，法院解釋稱：「損害賠償之提高必須於故意侵害或惡意之前提下」；亦如1985年Shatterproof Glass Corp, v. Libbery-Owens Ford Co.,案中所稱者：「若非故意侵害，則通常提高損害賠償不被允許」；如1911年Beatrice Foods Co., v. New England Printing Co.,案中所詳述者，亦即提高損害賠償乃懲罰性者，而非賠償性者；提高損害賠償並非損害賠償計算不合理時之補償
。承上所述，法官應該是認為縱使行為人有惡意隱匿侵權證據情形，但只能發生不利推論的效果，而與是否要使行為人負擔懲罰性損害賠償無關。

就此筆者認為，在我國專利法除罪化之前，行為人犯後態度可以成為量刑的依據之一，所以若行為人事後若有一再的提出舉發，拖延程序行為，法院可以以其犯後態度不佳，酌情予以加重
，但專利法除罪後，依普通法的民事損害賠償原則，因為並無行為人犯後態度不佳，而得以加重其賠償責任的依據，似乎並不公平。我國引進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已非一朝一夕之事，雖然規定都散布在少部分的特別法之中，但我國所繼受的懲罰性損害賠償，絕不應該僅只是一項請求權規定那麼簡單，而是應該將其法理一併納入我國普通法的原則之內。從這個角度看來，縱使行為人於侵權時主觀沒有故意，但事後卻有故意使被害人損害加遽（如因惡意隱匿侵權證據、拖延訴訟致增加被害人的損害），為達到懲罰、嚇阻行為人或慰撫被害人之目的，仍應允許被害人向行為人請求懲罰性損害賠償較為妥適。

更何況，在專利侵害的訴訟中，絕大多數的損害賠償估算，都是以行為人的不法獲利為基礎，行為若人惡意隱匿侵權證據，將直接導致被害人估算損害賠償的困難，縱使被害人可以依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二條之一規定，對證據為不利被告之推論，但被害人沒有任何證據又將如何主張何者為真實？由於我國上述不利被告推論之規定僅限於證據，而不及於損害賠償推估方法，因此若行為人惡意隱匿侵權證據，被害人沒有證據可以估算行為人之獲利，且依專利法第八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估算損害又有困難時（如因果關係難以證明），由於法院不能援用不利被告之推論，而採納除專利法第八十九條第一項以下各款以外，不利於行為人的損害賠償推估方法（如以被害人自己實施專利權可獲得之利益計算），如此對被害人而言將更不公平，亦容易使行為人有悻進之心，懲罰性損害賠償的目的將更難達成。
（６）懲罰性損害賠償倍數是否可以合意？

依現行專利法第八十九條第三項之規定，酌定懲罰性損害賠償是法院的權責，而且懲罰性損害賠償具有代替刑事處罰性質，亦有其懲罰、嚇阻、報復之目的，似乎並不適合讓當事人合意，而讓法院受其拘束
。

七、對於我國專利法懲罰性賠償制度未來修法之建議：

綜合以上論述，筆者認為，由於懲罰性損害賠償並非我國民法中固有的概念，所以我國懲罰性損害賠償原則性的定義，應該是以：「賠償義務人主觀上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致被害人受有損害、損害加遽或其情節重大，不以使被害人得請求超過其實際損害範圍之賠償，不足以達到懲罰、嚇阻行為人或慰撫被害人之目的，故而特別賦予被害人之請求權。」較為妥當。

至於專利法第八十五條第三項規定，由於懲罰性賠償法院之酌量基準，仍是基於一般損害賠償額度，因此在我國專利侵權訴訟尚未發展出一套有別於一般民事訴訟法上之舉證責任、證據保全程序等，足以反應真實之損害賠償額度前，筆者認為則至少應針對以下三個項目進行適度的修正：

（1） 將行為人有重大過失納入主觀要件之中：

違反一般人注意義務，輕率的使他人專利權遭受不可回復的侵害，在冒可控制風險下，而貪圖眼前的商機及巿場利益，這種主觀意識其實已足構成對法律的挑釁，若不能將重大過失納入主觀要件之中，以期發揮懲罰性損害賠償的嚇阻功能時，行為人跨越侵權行為界線的心理因素，將完全取決於經濟因素，故容有必要將重大過失一併納入懲罰性損害賠償的主觀要件之中。

（2） 將法院「得」依侵害情節酌定懲罰性賠償，改為「應」予懲罰性賠償：

法律既已賦予法院可以酌定懲罰性賠償額，再賦予法院可以選擇是否發動懲罰性賠償似已無必要，更何況若要求法院「應」依侵害情節酌定懲罰性賠償，更可突顯宣示嚇阻惡意侵權的意義。
（3） 將懲罰性賠償為賠償額三倍之上限規定調高：

法條文字上規定以賠償三倍為懲罰性賠償上限，或許有宣示嚇阻惡意侵權的意義，但若依上述說明，將法院「得」依侵害情節酌定懲罰性賠償，改為「應」予懲罰性賠償，亦可以達到相同宣示效果；更何況在現行民事訴訟的舉證、證據調查、保全等制度，尚無法適度的使真實發現，反應在賠償額上，若有懲罰性賠償上限，有時反而使懲罰性賠償的嚇阻目的不達。因此，適度的調高懲罰性賠償上限，甚或解除上限的限制，完全授權法院依情節酌定，反而不會使人感到有點惠而不實。

八、結語：

綜上所述，其實懲罰性損害賠償的規定，雖然已經出現在我國部分法律文字之中，但由於懲罰性損害賠償的法理，原本並不存在於我國民事普通法之中，本來就有待學術及實務上不斷討論及補充，才可以使其實質內容明確而最後達到其立法明文化目的，特別是在專利侵害的問題上，由於專利法甫全面除罪化，而且專利的損害賠償估算本來就相當複雜，又現行專利法懲罰性損害賠償規定仍有立法上的疏漏；在相關判決中，由於法院也顯少交待其酌定的依據及基礎，同樣也使得在專利侵害的訴訟中，權利人及行為人的攻防在懲罰性損害賠償問題上沒有依據，筆者只希望能透過本文的說明，使更多人瞭解懲罰性損害賠償在專利法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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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野協商侵害發明專利除罪化之理由為：


一、發明為利用自然法則之高度創作，物品是否侵害他人之發明專利權，涉及複雜專業技術之判斷，須委由專家認定，且不同專家見解亦未必相同，在認定上時有疑義。


二、現行條文所定刑罰，雖只有罰金刑，惟實務運作上常見權利人透過檢察官發動偵查權，對嫌疑人或被告進行搜索、扣押，最後縱經不起訴處分或判決無罪確定，惟對嫌疑人或被告名譽及財產權之損害已然造成，對於產業發展反而不利。爰將本條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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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康乃狄克州、密西根州與新罕布夏州即認為懲罰性損害賠償僅具有損害賠償之功能。Schlueter & Redden, supra note 11, at 17.


� 七十五年版專利法第八十九條法定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十萬元以下罰金；第九十條法定刑是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萬元以下罰金；第九十一條法定刑是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二萬元以下罰金。


� 八十三年版專利法第一百二十三條法定刑是科新台幣六十萬元以下罰金；第一百二十四條法定刑是科新台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第一百二十七條法定刑是科新台幣六萬元以下罰金。


�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八十一年度自字第一○一七號刑事判決參照。


� 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八十九年度上易字第四○八號判決參照。


� 台灣彰化地方法院八十三年度易字第一六七六號刑事判決有謂：「專利法對於再發明尚無處罰明文，依罪刑法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嗣後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八十五年上易字第二一七一號刑事判決予以維持。


� 追加專利制度在我國行之有年，九十年版專利法修正時始廢止該制度，依當時修正理由所載：「查國際專利法制上，只有德國兼採國內優先權與追加制度，按德國追加專利之提出，限於先申請案申請日或優先權日起十八個月內為之；我國之追加專利申請案，雖於原案申請後，一專利權屆滿前，隨時可提出，但追加專利之優惠，僅免年費而已，而專利權期間則與原案同時屆滿，原案逾期未繳年費，追加案亦一併消滅，是以對發明人而言，追加專利制度之裨益不大，且兩制併行，作業繁雜，易生混淆，爰配合國內優先權之導入，並參酌日本等國專利法規定，將追加專利相關之條文予以刪除。」


� 依專利法第一百十九條但書之規定，聯合新式樣專利權不得單獨讓與、信託或授權，故聯合新式樣專利不會發生二案權利人不同一的情形。


� 依修正前專利法第八十條第一項之規定：「第二十九條再發明專利權人未經專利權人同意，不得實施其發明。」


� 台灣板橋地方法院八十二年度易字第三七九六號判決參照。


� 經濟部智彗財產局頒布之專利侵害鑑定基準參照。


� 待新修正專利法實施後，由於將廢除異議制度，而新型專利也將改採形式審查，且涉及侵權訴訟之舉發案，在本次修法中也一併增定優先審查之規定，以及新型專利權人於行使權利前，亦新增申請新型專利技術報告規定等，相信這應該在雙方爭執專利有效性問題時，應該可以縮短停止訴訟程序的時間。


� 台灣台中地方法院八十年度易字第五八六六號判決參照。


� 筆者著發表於中律會訊雜誌第三期第六卷「專利法之除罪化及除罪化後取締仿冒之策略考量」乙文第四十九頁參照。


� 羅炳榮先生著工業財產權叢論─美國專利訴訟篇─第一百二十九頁參照。


� 同上，第一百三十二頁參照。


� 同註33.


� 在美國審判實務上，懲罰性損害賠償的比例通常是由陪審團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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